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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实地访谈，深入分析了家庭迁居的决策过程、家庭不同迁居行为的依据，

以及家庭成员在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的迁居决策是在整体资源配置下实

现的，迁居的地点一般由家庭在流入地的经济因素、发展因素与社会资本因素共同决定，不
同批次迁移的家庭成员进行迁居的时间间隔多以经济条件为标准。最终，受到家庭生命周期

以及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家庭会做出在城市定居或者返乡的迁居决定。最后，本文将家庭迁

居决策过程总结为“五阶段”，即商议期、配置期、决策期、跟随迁居期、迁居结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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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family migration，

analysis the basis of different migration behaviors，and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of family members
during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the in-depth interview．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realized by

allocation the human resources in the family． The immigrant area is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apital factors of the family． Time lags between the foregoers and the other
family members are determined by economic situation． The stage of the family’s lifecycle and the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will affect the family’s migration decision． It is concluded as five
phases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cluding negotiation， allocation，decision-making，

following migration and decision results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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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举家外出农民工的规模正在逐年递增，2012 年已经达到 3375 万人［1］。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
的规模不断增加，开始引发研究者的讨论与关注。对我国乡 －城人口流迁过程中家庭化迁居的研究与
以往研究有所不同。家庭化迁居的研究框架超越了个人的范畴，以家庭这一基本的人类组织和社会单
位作为研究对象。以往对流动者个人流动或迁移的研究多侧重于个体的行为和特征; 但是家庭化迁居
的研究基础更为复杂，家庭的成员关系、家庭结构、家庭禀赋等层面都可能对家庭的迁居决策产生影
响。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乡 －城人口流迁过程中的家庭迁居决策行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拓展以
家庭为主体的最优化决策的研究，也可以对人口迁移理论进行拓展与延伸。

已有对家庭迁移决策的研究多从静态视角，探讨在人口流动行为发生之前家庭成员间的协商机

制。从决策主体而言，家庭的主要决策者一般是父母或者男性户主［2 ～ 3］，丈夫与妻子会衡量整个家庭

在迁移后的经济收益和损失，当丈夫在迁移后收入的提高能够弥补家庭的损失时就会决定家庭迁

移［4 ～ 5］。王春超等认为中国农村家庭户的经济决策模式是 “男女共商”型［6］。谭深认为单一的家庭
经济目标并不能解释家庭迁移的决策与动机的复杂性，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和成员间的互动在家庭策略

的形成过程中更为重要［7］。孙朝阳对家庭策略下劳动力迁移的性别选择进行分析，认为家庭对成员
流动的决策是按照性别劳动分工而进行的安排［8］。除了对家庭迁移决策中成员协商机制的研究，还
有学者建立起家庭迁移决策模型来分析家庭迁移的决策行为。蔡昉较早地建立了家庭迁移决策经济学
模型，对农户的迁移决策进行实证研究［9］。马瑞等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职业流动和家属随迁的决策模
型，其基本假设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决策是依据一定风险水平下对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10］。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多为静态研究，集中于对流迁行为的某一个特定时段的决策研究，例如先行

人向外流动的决策，或者配偶、子女跟随流动的决策，缺乏对家庭迁居行为全过程的动态研究。此
外，现有研究多将家庭的特征作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之一，而不是作为流动或迁移决策的主体。本
文将在家庭迁居理性程度假设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理性程度下的家庭决策行为和家庭作为迁移主体在

迁居决策链条中的作用机制，利用实地访谈资料对家庭迁居全过程中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包括家庭

协商模式、先行者的选择、迁居方式、家庭迁居地点、迁居时滞的权衡和对最终迁居结果的抉择等，

力求对现有研究进一步拓展。

一、家庭迁居的理性程度假设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基础。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拓展，理性人假设开始受

到置疑，尤其是来自新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对有限理性的研究。有限理性指出，现实世界中充满
了不确定因素，使个人无法获得完全信息，而人的计算和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不能无所不知。然
而，理性与非理性并非绝对对立的两个方面。西蒙整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对理性研究的极端倾
向，将理性的程度划分为直觉理性、行为理性与完全理性; 在心理学领域，哈耶克也将经济人决策的
理性程度划分为理性不及、理性无知、理性非理性等。行为经济学派也不反对对理性程度进行分
类［11］。我国学者何大安将行为人的理性状态划分为高、中、低三种程度，并将时间作为理性实现程
度的重要因素［12］。本文建立家庭迁居的理性程度假设，将家庭作为迁居决策的行为主体，并将迁居
决策的理性程度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理想理性程度，即无限接近完全理性的理性程度。在完全理性阶段，家庭能够最大化地发挥
认知能力，充分地搜集信息，环境中的不确定信息几乎为零，这与现实世界的情况有所差别。家庭可
以精确地计算迁移系统为家庭带来的收益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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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际理性程度。家庭受到现实环境中不确定信息和因素的干扰，在一定时期内尽量地搜集可
能获得的信息，尽可能地发挥可能达到的认知能力，按照满意原则做出迁居决策。家庭在迁居过程中
除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可能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制度与文化因素、家庭的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状况，以及家庭的人力资本和个体发展等因素。这种理性程度是最贴近现实世界
的真实情况的。

三是直觉理性程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家庭难以对外界环境进行有效的判断，很容易受到干扰，

使认知和判断产生偏差。在人口流动的初期，由于农村人口获得迁移信息的途径比较闭塞，一般依靠
农村社区中其他流动人口的示范效应实现。家庭迁居决策多属于直觉理性，使人口流动表现出极大的
盲目性和赶潮流式的集中性。随着人口流动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有序管理降低了流动的
盲目性和无序性，而农村家庭对流动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减少了家庭决策的直觉理性程度。

本文将家庭作为决策主体，在家庭实际理性程度假设的基础上，分析家庭化迁居的决策过程和行

为方式。这里，家庭迁居的决策机制是指农村家庭户作为主体，对人口流动与迁居过程中所需的信息
进行搜集、分析和判断，对内部资源进行配置，并随家庭的发展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决策的机制。

本文按照家庭化迁居的过程，将家庭迁居决策划分为迁居起始决策、迁居过程决策和迁居结果决
策 ( 见图 1) 。在第一阶段，即家庭化迁居的起始期，家庭会做出个人或部分人外出流动的决定，其
前提是个人的流动行为对家庭整体利益有所提升，或者至少不会降低整个家庭的福利。那么，家庭对
福利上升的判断将成为迁居决策的主要动因。在家庭化迁居的过程阶段，家庭可能对先行者、迁居地
点等进行选择，并通过阶段性流动的方式逐步将其他成员带到城市中，也有可能举家迁居到城市中。

从第三阶段，最终的迁居结果来看，家庭可能选择长期居住，甚至在城市中定居成为城市家庭，但也

可能最终决定返回原居住地。

图 1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过程与决策阶段

在家庭的实际理性程度下，家庭会在衡量迁移的成本和收益之外，综合考虑影响家庭迁居的各种

因素，其中可能包含传统文化因素、社会学因素、制度背景因素等。为了准确地展现家庭迁居的决策

过程和作用机制，笔者的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结合了部分调查数据进行说明。本文在河北省保

定市展开了深度访谈，并应用了中国人民大学 2012 年“北京市非正规就业人口调查”的部分访谈资

料，调查对象均为在城市中居住三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①。研究数据应用了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2010 年下 B卷，调查地区为北京、郑州、成都、苏州、中山、韩城 6 个城市，

总样本量为 8200 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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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迁居起始阶段的决策
1． “协商共议”是家庭化迁居的主要决策模式
康奈尔 ( Connell) 等认为家庭迁移决策有两种决策方式，即户主做出迁移决策，家庭中的迁移

者接受户主的决定; 或者所有家庭成员达成共识［13］。中国传统家庭权力的中心以父权制为主要制度
形式，父系、父权、从夫居制构成了父权制家庭的规则体系。迁移方式以一家之主的意见为绝对地
位，其他家庭成员自上而下共同行动，执行迁移行为。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迁移一般以康柰尔研
究中的前者为主要决策形式。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传统家庭转为核心家庭，个人的价值高于家庭，更

加倾向于性别平等，压制传统和习俗等［14］。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的权力中心发生转变，父权在
家庭中的绝对地位受到削弱［15］。家庭商议模式由 “唯父命是从”向 “协商共议”的决策方式转变:

一方面，女性通过流动行为提高了经济收入，在家庭的经济活动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妻子与丈夫

“议价”的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口的流迁行为促进了家庭现代化变迁，带来了性别间的重新
协商。绝大多数的被访者表示，家庭在面临流动等对家庭会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的事件时比较民主，家
庭成员之间会互相商议。如果流动者坚持向外流动，其他家庭成员不会特别反对。即使其他家人最初
有反对意见，但是通过相互商议、妥协，能够最终达成共识。家庭一般会重新配置家庭内的劳动力资
源，进行有序分工，以确保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没有后顾之忧。例如:

C03 ( 女，28 岁) : 我老公先决定要出来打工 ( 家庭迁居的先行者) ，当时我们家里面都是反对
的。因为家里面工作都挺稳定的，收入也还可以。但是他说想出来闯一闯、看一看，所以我就跟他一
起在这边打工。现在家里都支持我们出来打工。 ( 问: 为什么现在他们支持了? ) 因为在外面收入还
可以，家里面公公婆婆现在还年轻，他们也还照顾的过来。家里的土地都被承包了，每年收一些租金
( 家庭进行协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 。

2． 对家庭的整体收益与个人的追求进行权衡
家庭做出迁居决策的最重要的动因是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家庭在衡量流动的收益与成本时会考

虑不同的因素，使迁居行为可能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追求经济收入或预期经济收入的满意，例如 C02 ( 男，25 岁) : “老家的收入太低了，每个
人分得的土地只有几分，根本不够生活。我们那基本都靠出来打工赚钱。”

二是追求成本与收益的满意，如 C01 ( 男，43 岁) : “我已经在外面打了二十多年工了，现在在
N大食堂里面工作。这边的收入虽说不算高，但也还可以，总是比在老家的收入要高，不好也不会过
来。跟这边相比，我们老家的消费水平更高。在这边工作容易攒钱。”

三是追求门槛的最低化 ( 最满意) ，如 C03 ( 女，28 岁) : “我们两个人在老家的收入也不错……

但是老家的消费和收入都比在这边高，在家主要是花的比较多，朋友也比较多，用 ( 钱) 的 ( 方面)

比较多。我们两个人在这边，相比之下更容易攒钱。”

年轻的流动人口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因素。不少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在决定向外流动时，

会听取家人的意见，但更加顾及个人的追求。他们认为，年轻时期外出闯荡、打拼，了解家乡外面的
世界十分重要。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重视自身的未来发展，有意愿融入城镇成为市民。同
时，对土地的依赖性较低，很多人从未从事过务农，也不想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例如:

C08 ( 女，26 岁) : 我以前在 N 大上学，学的是物流专业。毕业之后，经过朋友介绍在这里工
作。我以前在家就不干农活，所以也不想回家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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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闲暇与收入进行比较，达到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
在家庭生产理论中，家庭将时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时间用于在市场中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另

一部分时间用于闲暇，即个人用于在市场工作和家庭工作之外的时间。家庭将有限的时间在闲暇与收
入之间进行分配，使两者之间呈现替代效应。类似地，农村家庭会对迁居后的闲暇与收入进行比较，

进而影响到迁居决策。在家庭整体收入尚未达到某一水平时，家庭成员会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而
选择外出 ( 或不外出) 流动，放弃闲暇。如 C01 ( 男，43 岁) : “像我们在老家里干活时，都没什么
事可做，比较轻松。在这边工作，每天要起早贪黑的，还是比较累。”

反之，当经济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后，收入对家庭整体效用的提高作用开始递减，相反，闲暇的增

加能够使家庭的效用得到显著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会更倾向于选择闲暇，而非经济收
入。如 C10 ( 男，32 岁) : “在老家的收入更高。如果包二十亩地，一亩地就能挣千八百的，就是太
累。在这 ( 城里) ，一个月才能挣一千多块钱，买房也买不起。但是在城里打工轻松多了，在老家种
地比较累。所以我现在还是会留下来打工。”

三、家庭化迁居过程中的决策
1． 家庭资源配置下的先行者流动
先行者一般是家庭中的壮年劳动力。他们是获得经济收入的中坚力量，肩负着通过外出流动来增

加家庭整体福利的责任。一旦先行者决定外出流动，整个家庭就会进行资源的分配与整合，例如，长
辈帮助照看孩子，兄弟姐妹帮助代为耕种土地、看管房产等。这些安排可以保证家庭生活在成员流出
后不会受到影响，使家庭平稳度过成员的外出流动阶段。

C06 ( 女，34 岁) : 家里最先是我丈夫决定出来打工，正好有朋友在 N 大食堂工作，他介绍我们
过来工作。后来我和我老公同时出来打工，现在在城里做餐饮。我们现在还年轻，想出来见识见识，

这边的收入更高。现在家中还有孩子和公公婆婆……公婆照顾孩子，家里的房子、土地让弟弟照看，

种地的收入也归他。
2． 迁居地点: 经济因素、发展因素与社会资本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对迁居地点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经济因素: 如工作机会、经济收入，分别

列选择流入地原因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其次是发展因素: 学习技能、增加眼界、孩子的教育，分列原因的
第三、第五和第七位。最后是社会资本因素: 亲朋好友、家人在流入地等，也会吸引流动人口后续流动
( 见表 1)。这说明，经济因素和发展因素是家庭在实际理性程度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

表 1 迁居地点的选择原因 %
选择现居住地原因 原因一 原因二 原因三 合计

有工作机会 66. 32 0. 40 0. 65 29. 23
挣钱多 15. 22 40. 07 0. 55 20. 79
能学技术、长本领 3. 96 16. 23 16. 04 10. 84
亲朋好友多，可以相互照应 5. 34 12. 64 19. 74 10. 56
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2. 66 13. 39 16. 59 9. 86
可以开眼界、见世面 2. 59 10. 53 23. 48 9. 77
家里人来了，就跟着来了 2. 66 2. 33 7. 81 5. 79
比较善待外地人 0. 35 4. 34 14. 57 2. 64
其他 0. 90 0. 08 0. 57 0. 54
数据来源: 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2010 年下 B卷相关数据计算。

社会资本对家庭选择迁居地点的影响

较为复杂。费孝通曾提到，乡村人际关系
的亲属关系会形成差序结构，最内层是直

系血缘关系，其次是旁系血缘关系，最外

层是地缘关系［16］。流动人口对迁移地点
的选择也呈现差序结构的现象。从其就业
联系的网络来看，有直系亲属的地方是迁

居地点的首选，其次是有旁系亲属的地

点，最后是熟人和老乡的聚集地。从社会
网络的支持来看，亲友、老乡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工作机会、住房，以地缘为特征的老乡间的帮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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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常见。流动人口自身也依据差序结构将其他亲友带到现居住地。如 C17 ( 男，30 岁) : “我最早
跟着老婆的表哥来北京做打印，帮他打工。老板包吃包住，老婆有时来北京的打印店里帮忙，有时在
家看孩子、种田。”

乡土秩序在城市环境下不断延续，但也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发生了嬗变。一些流动人口不再将老乡
作为雇佣员工的首选。流动人口碍于乡土之情，对老乡的雇佣成本会增加，如果老乡工作不够积极、

努力，也不方便直言。因此，流动人口在社会交往领域更多的是接近自己的老乡，但是在劳动关系领
域，他们却不愿意选择老乡。

C14 ( 男，23 岁) : 我来北京是因为亲戚 ( 舅舅) 在北京开装修公司，而且可以提供住的地方，

自己就跟着过来了……在 Ｒ大学校卖凉菜。我还叫了表弟来帮忙卖。表弟是亲戚，刚开始做比较方
便，成本低。店开大以后不想雇老乡，主要看能力和头脑。我个人比较注重人际关系，老乡做得不好
反而不太好相处。

C15 ( 男，21 岁) : 老乡都是干这个的 ( 卖废品) ，亲戚也在这，他们都做得不错。过来 ( 打工)

可以有住宿，认识的人互相帮忙，成本就比较低，投资大就赚得多。现在觉得请外地人干活比找老乡
要好，可以给工资低一些。

3． 迁居时间间隔: 以经济条件为标准
迁居时间间隔是考察家庭化迁居倾向的重要指标［17］。如果后续到来的家庭成员的时间间隔较短，

说明家庭“举家迁居”的趋势更为明显。访谈资料表明，对于有意愿将其他家庭成员带到城市的流
动人口，迁居的间隔一般不是具体的年限，而是抽象的经济条件。如 C08 ( 女，25 岁) 表示: “我打
算等自己结婚成家，收入比较稳定可以养家，而且弟弟结婚可以独立生活以后，就把父母接出来，
( 让他们) 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根据移民网络理论，流动人口在带动其他亲友流动的过程中，可能
需要提供诸如住房、工作机会等帮助，这要求先行人有足够的能力在城市中立足。而这就需要一定的
时间来实现。已有研究显示，各批次家庭成员流动到城市的平均时间间隔大约在 3 ～ 4 年［18］。这说
明，分批次的家庭成员向城市的迁居并不是某个仓促的决定，而是一个审慎的过程，其判断的主要标

准一般是经济条件。

四、家庭迁居结果的决策
1．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判断迁居决策
家庭迁居决策会受到家庭成员关系和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但家庭关系的利益序列却有很大差

别，抚养和赡养的地位并不平等。传统代际关系中的“反哺模式”尽管在延续，但是受到了弱化。

从家庭劳动力配置的角度来说，当流出地家庭中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帮助时，对上一代人养老的压

力就得到了分解。如 C01 ( 男，43 岁) 表示: “我有个弟弟在家里面。弟弟和弟妹都在县城上班，他
们每到节假日都会回家照顾父母，所以我在外面也不担心老人养老的问题。”从时间角度来看，对父
母的赡养在短时间内不是流动家庭考虑的重点。如果父母无人照顾，那么直到父母年事已高时才将他
们接到城里，或者考虑返乡照顾父母。C10 ( 男，32 岁) 说: “等父母老了，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生
活无法自理的时候，就接来住到一起。”显然，传统家庭制度中的辈分等级关系也受到人口流动的冲
击，日渐式微。

相对而言，孩子居于家庭关系利益序列中的首位，许多家庭的迁移决策以孩子的教育和发展为中

心。例如，C19 ( 女，26 岁) 表示: “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等以后有了孩子，孩子的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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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由父母自己来，不能长期和爷爷奶奶一辈的人在一起，隔代人对孩子教育不好。孩子将来大
了之后没办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必须回老家 ( 重庆) 读中学，那时候我可能会回家陪孩子。”有些家
庭举家迁居，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城市中更好的教育。例如，C09 ( 女，39 岁) 说: “我是和老公同
时出来打工的。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城里的教学条件比老家好。现在家就在孩子
学校周围不太远的地方。”

当流出地家庭中没有孩子，并且父代人还有能力获得经济收入时，流动人口向农村家庭的汇款相

对较少，其经济收入一般用于在城市的生活。与传统的代际财富流动相比，流动人口的子代向父代的
代际财富流有所减少。特别是刚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经济基础尚不牢固，所得收入大都留在本地消
费，不会向流出地汇款。例如，C04 ( 男，26 岁) : “现在刚就业，不会往家里汇钱，家里也知道我
的情况。家里的收入还可以，不会向我要钱。我现在的工资基本上足够自己在城里生活的花销。”而
中年人的经济收入一般以孩子为中心进行积累，在父母不提出需求时一般不会汇款，以便能尽快地在

城市中积累财富。例如，C10 ( 男，32 岁) 说: “父母有地，还有一些退休金，现在能自己照顾自
己，所以没给他们寄钱，在这边赚的钱先顾着孩子，是给孩子留下的。”

2． 根据相对剥夺感差异调整迁居决策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感是影响家庭迁居的重要因素［19 ～ 20］。本次访谈发现，家庭感

受的相对剥夺感与参照群体有关。家庭将农村中其他家庭作为参照群体时，当感受到与其他家庭的差
距时就会做出流动决策。但是，相对剥夺感的参照对象会在流动之后发生改变。流动家庭融入城市生
活之后，他们会将参照群体改变为城市家庭。并且，流动家庭的相对剥夺感不仅来源于城镇人口，同
样来自于相同身份的农民工中的成功者，如“老板”这一群体。

流动家庭在大城市与参照群体相比，在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方面会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因此，大城市中的许多流动家庭会放弃在城市流动，选择返乡。如 C17 ( 男，30 岁) 表示: “在北京
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里没有根，而且生活成本太高，孩子上学就是烧钱，老板的孩子上个幼儿园就
得交十几万，老板交得起我们交不起，大孩子曾经也在北京上过两个月幼儿园，太贵了就没继续上，

还是回老家上比较便宜。房价也贵得很，工作个十年也只够交首付。以后肯定会回家。”

中小城市的流动家庭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相对较弱。例如，C01 ( 男，43 岁) 认为: “这几年的
收入感觉还可以。打工以后，感觉我们家与一般的城市家庭相比也不差什么。”C06 ( 女，34 岁) 也
认为: “在这里挣得多，消费也不算太高。我们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 ( 没有户口) ，感觉跟城里人
经济状况比也差不多。”当流动人口有在中小城市长期定居的意愿时，会考虑购买住房等，就会将城
市人口作为参照对象，相对剥夺感也会相对增强。尽管能够感受到这种差距的现实存在，但是大多数
人并不会因此而选择返乡，仍然愿意在城市中继续工作。换言之，在流动家庭的预期中，他们认为在
城市中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是能够达到城市人的经济收入或生活水平的。例如:

C10 ( 男，32 岁) : 现在感觉城里的孩子家境是不错的，住房不是问题，最起码爷爷辈儿有房
子，父母亲有房子，他自己就会少奋斗好几年，家里也能给安排工作，生活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但
是从农村进城的人首先就需要为自己奋斗一套房子，每月工资三千左右买套房子是很困难的。现在能
维持生活还是在这里上班吧，找一份这样有养老保险的工作也不容易，慢慢攒钱买房。

C12 ( 男，34 岁) : 目前我家在城市里的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买房买不起。挣钱的速
度没有房价上涨的速度快。我现在就是五十多平米的房子，我想换成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但每年赚的
钱只够消费的，没太多积蓄。这一点不如城里家庭。打算按揭慢慢还房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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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迁居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城市的就业、教育等对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他们对未来的目标还不明确。有些举家

迁居的家庭，他们在城市中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但可能因户籍、生活成本等原因，对长期定居持有
疑虑。家庭在流出地的宅基、耕地、社会关系，使流动人口怀有故土感情，想 “有空就回去看看”
( C08，女，26 岁) ，甚至“我们两个人 ( 丈夫和妻子) 都想回家养老” ( C10，男，32 岁) 。几乎所
有参与访谈的流动人口都表示不会放弃在家乡的宅基和耕地。宅基、耕地不仅具有 “风险规避”的
意义，也是流动人口心理上的寄托。

C09 ( 女，39 岁) : 现在在当地 ( 城市) 已经买了房，也有了车，生活过得还可以。但就是没有
户口。目前父母和孩子现在都在身边，在老家的房产、土地现在都让弟弟照看，收入也归他。以后在
城里更稳定一点，可能会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不过等我和老公年龄大一些之后，我们还可能回老家盖
房，在老家养老。

C12 ( 男，34 岁) : 孩子在这上中学，生意在这里发展，经济收入都已经投入在这里，不能轻易
就放弃这边的生活。眼下自己还年轻，还想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短期内都会在这里生活，现在不会
考虑回家。但是，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了，肯定会回家照顾老人。家里的老宅子也还得留着，以后我们
老了也许还要回去呢。

表 2 流动家庭对未来养老的期望 户，%
养老地点 规模 百分比

户籍所在地的农村 2611 31. 84
看经济条件再定 1772 21. 61
没想过 1764 21. 51
户籍所在地的城镇 837 10. 21
本地 833 10. 16
跟着子女 322 3. 93
其他地方 61 0. 74
数据来源: 根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流动人口监测数

据 2010 年下 B卷相关数据计算。

流动家庭对未来养老地点的期望也体现了迁移结

果的不确定性 ( 见表 2) 。对未来养老地点需要“看经
济条件再定”和 “没想过”的比例共计 43. 12%。这
表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对未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还

持观望态度。除此之外，选择返回户籍所在地农村的
居首位，占 31. 84%，显示了家庭回迁决策在生命周
期中的阶段性。而回到户籍所在地城镇的约占
10. 21%。相对大中城市而言，小城镇的消费水平更
低，也便于流动家庭与农村家庭密切联系。在户籍所在地的小城镇养老，成为流动人口的另一种选
择。“以后是不是要长期留在北京，还要看情况再做打算。等孩子上小学了就回老家去做个小生意。

我们濮阳的房价今年六千一平米，这还是当地最贵的，所以回老家去，日子过得比在北京强多了。”
( C17，男，30 岁)

五、小结
本研究将家庭迁居决策总结为五阶段的决策链条。五阶段是指家庭迁居决策的商议期、配置期、

决策期、跟随迁居期、迁居结果期全过程。

家庭的决策起始于家庭的内部商议，因此，第一阶段是商议期。在商议期中，家庭成员通过商议
决定家庭是否迁居，以及确定外出流动的人数、地点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家庭更多地体现出协
商共议的协商模式。传统的家庭制度与家庭成员关系模式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降低了父权的绝对控
制地位，未婚的女性也同样拥有议价的权力。家庭迁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或花
费相对较少的成本 ( 中小城镇) ，来获得家庭整体收入———成本的最满意。

当家庭做出向外迁居的决策后，家庭会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重新整合和配置，即为配置期。在先
行者外出后，整个家庭会成为一个相互配合、协调运作的整体，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重新分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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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流动的人口能够顺利生活、工作，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稳定。

决策期是指家庭通过衡量闲暇与收入效用、流动的预期收入和成本、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

对迁居人数进行选择; 按照人口流动的乡村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即按照直系血缘关系、旁系血缘关
系以及地缘关系由近至远的顺序，选择迁居地点。

在跟随迁居期，家庭会对留守的家庭成员是否迁居，以及留守家庭成员与首批迁居人口的时间间

隔进行决策。经济标准是判断迁居间隔的最主要因素。一般而言，当首批迁居的人满足一定的经济条
件后，才会将其他家庭成员带到城市中。

迁居结果期，流动家庭会对定居或回流进行决策。流动人口对返乡或定居的选择与家庭生命周期
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着传统代际关系的转变。孩子的教育问题将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的主要因
素，高额的教育成本会促使流动家庭返乡。对老年人的赡养会通过家庭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来解决，

当老年人需要照料时，流动人口可能会选择回流，或者将老人接到城市中共同生活。从当前我国家庭
化迁居的情况来看，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大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成为流动家庭定居的最大困难，流

出地的家庭禀赋是流动家庭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他们的心理寄托。这使得迁移的最终结果体现出
“走一步、看一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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